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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初期，随着化学杀虫剂的广泛使用，美国政府建立了化学杀虫剂安全评价模式。评价

以杀虫剂残留对人类健康的短期危害为核心内容，安全评价标准较为片面，同时，管理体制混乱。20世

纪中期，DDT的广泛使用及其社会作用的“嬗变”，促成了安全评价模式的变革。变革后的评价模式修正

了管理机制，依据法律法规明确了美国环保局对杀虫剂产品注册、登记和监管的职责；完善了杀虫剂安全

评价标准，要求制造商公布数据、增加安全分析试验以及划分危险等级。有效减少了杀虫剂产品对环境

和人类造成的损害。新模式是各方利益的妥协产物，对日后美国及世界各国的杀虫剂安全评价模式产生

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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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ith the widespread use of chemical pesticides, the U.S.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 model for the safety evaluation of chemical insecticides. As the evaluation takes the harm of 
pesticide residues to human health as the core content, the safety evaluation standards are relatively one-sided, 
and the management system is disorganize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mid-20th century, the widespread use of 
DDT and the “transmutation” of its social role led to a change in the safety evaluation model. The reformed 
evaluation model revised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clarified EPA’s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enrollment, 
registr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insecticide products according to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improved the safety 
evaluation standards of insecticides, requiring the manufacturers to publish data, increase safety analysis tests 
and classify hazard levels. These measures have effectively reduced the damage caused by insecticide products 
to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s. The new model is the product of a compromise of interests among all the parties 
involved and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insecticide safety evaluation model of the fu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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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美国化学杀虫剂安全评价模式的发

展过程，必须承认它存在两方面问题：混乱的

管理体系和片面的安全评价标准。而问题的出

现既有杀虫剂技术本身的原因，也受到众多社

会因素的影响。首先，杀虫剂的研究目的是为

了在合理的不确定性范围内发挥作用同时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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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但是，实践与

理想之间存在着差异。其次，杀虫剂危害的

出现也是政府监管的重大失误。美国环保局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成立

之前，杀虫剂监管的责任主体由美国农业部的

化学局（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s Bureau of 
Chemistry）重组为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后又移交给

联邦安全局（Federal Security Agency，FSA），

管理主体的多次变更反映出政府对于杀虫剂问

题的轻视。此外，20 世纪中期公众环保意识的

觉醒也引发了对忽视生态影响的安全评价体系

的广泛质疑。受科学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共同影

响，美国化学杀虫剂安全评价模式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了重大变革。本文以 20 世纪著名的

DDT 事件为背景，借以分析美国化学杀虫剂安

全评价模式的变革过程。

一、早期美国化学杀虫剂的安全评价模式

1. 农业部主导的安全评价管理机制

19 世纪末期，商业性农业的出现拓展了农

业交流的渠道，多样化的农业商品开始在世界

范围内流动，不同国家的昆虫也搭乘“顺风车”

来到美国。适宜的气候、充足的食物和没有天

敌的生存环境使得非美国本土昆虫迅速繁殖，

对农产品造成了巨大破坏，形成了“昆虫危机”。

杀虫剂由此开始大规模的研究并应用于昆虫治

理。杀虫剂的安全评价和管理模式随着治理经

验的不断累积逐步构建起来。

20 世纪初期，杀虫剂的使用有效抑制了

“昆虫危机”扩大的趋势，获得了政府和公众

的认可。但是，杀虫剂的副作用同样引起政府

和公众的担忧，食品上的杀虫剂残留物更是关

注的焦点。1891 年，一则“葡萄上的蓝绿色沉

淀物”的报道引起了公众恐慌，造成美国葡萄

市场短暂崩溃。美国农业部紧急组织检测实验，

证明沉淀物的无毒性，并进行宣传以对抗报道

造成的恐慌氛围。该事件引起了种植者和农业

官员的担忧。他们认为，关于食物上有毒物质

的报道会引起公众的过度反应，从而导致种植

者的严重经济损失。如何平衡公众健康和种植

者利益，成为政府当局面临的难题。1906 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纯净食品法案》（Pure Food 
Act），将该法案的执行权交给了美国农业部的

化学局。但是难题没有因此得到解决，美国农

业部虽然是法定公共卫生安全的捍卫者，但又

不能疏远该部门的主要政治支持者 —— 种植者

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杀虫剂残留政策正是在

这样一个责任和使命相互冲突的部门指导下完

成的。

1925 年， 英 国 汉 普 斯 特 德 卫 生 委 员 会

（Hampstead Board of Health）的一名分析化学

家发现了两起砷中毒事件与食用喷洒过杀虫剂

的美国苹果有关。该事件引发了英国社会对美

国苹果的强烈抵制，甚至一度禁止美国水果进

入英国市场。美国农业部认为有必要对杀虫剂

残留设立明确的容忍度。化学局与水果种植者

合作制定了一套认证制度，以确保出口货物符

合英国的规定。这是化学局和种植者为了维护

市场稳定和声誉而必须做出的努力。尽管如此，

当化学局试图让农产品符合国际标准时，仍然

有种植者向农业部抗议，认为这些标准只会给

他们带来经济损失，并试图通过起诉的方式摆

脱标准的束缚。

化学局为了避免冲突，尝试改变策略，他

们向种植者推荐使用机器清洗农产品以减少残

留物。但是开发清洗设备并进行大规模生产是

一个长期项目，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对受污染

的农作物立即采取行动。1926 年，化学局扣押

了一批属于卢埃林·班克斯（Llewellyn Banks）

的农产品。检测结果显示，这些农产品表皮的

残留物高达 0.11 克 / 磅（gr./lb.），豚鼠在食用

这些农产品的表皮后会出现病理现象。[1] 班克

斯对此提起了诉讼，他认为如果农业部批准喷

洒农药后再谴责这些水果不安全，是不公平的。

尽管陪审团在班克斯案中判定政府胜诉，但政

府仍需要一个基于医学证据设定的容忍度作为

合法评判的标准。

1927 年， 农 业 部 长 威 廉· 贾 丁（William 
Jardine）召开了一次毒理学家和生理化学家的

会议，“特设”委员会（亨特委员会）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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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虫剂残留和公共健康问题，并提出建议。亨

特委员会认为残留物中毒的危险性比种植者和

化学局所认知的更为严重。他们建议砷的容许

量应定为0.021克/磅，铅的容许量为0.014克/磅。

（[2]，p.42）委员会强调，在进一步研究之前，

这只是临时的容忍度。并且建议全面研究人类

对于铅和砷的吸收和排泄方式，以填补现有知

识的空白。虽然杀虫剂残留物造成广泛中毒的

证据是“少而无说服力的……众所周知，这些

物质累积中毒的隐蔽性很容易被忽视”，但是

“缺乏这种中毒的证据不能认为这种情况不存

在。”[3] 亨特委员会强烈建议进行毒理学研究

以确定残留物的长期影响。然而该建议没有得

到政府的支持，一些官方机构自行做了相关研

究。1929 年至 1933 年之间，纽约市史岱文森

广场医院（Stuyvesant Square Hospital）的医学

研究人员发表相关论文，证明了杀虫剂残留情

况比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认为的更严重。
[4]1937 年，美国医学协会表明，杀虫剂残留物

逐渐成为影响公共健康的最大危害之一，并敦

促进一步研究，对危险杀虫剂的使用进行更加

严格的监管。[5]

早在 1917 年，医学科学家就曾警告说，明

确杀虫剂残留物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难点，在

于症状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亨特委员会在

1927 年重申了这一立场，指出症状很容易被忽

视，因为它们不是传统的中毒症状，如果确实

存在长期影响，那么以当时设定的容忍度，会

使大部分美国国民健康受到威胁。然而，20 世

纪 30 年代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容忍度

的降低会大幅增加种植者的经济压力。种植者

为了反对政府降低容忍度，开展了一场反对联

邦监管的运动。除了直接向农业部和总统投诉

外，他们还将案件提交给国会，寻求国会盟友

的支持。密苏里州的克拉伦斯·坎农（Clarence 
Cannon）是代表性人物，他是众议院农业拨款

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坎农不认为喷洒的残留物

有危险，他经常说：“苹果上的砷酸铅从未伤害

过男人、女人或孩子。”[6]

虽然咨询委员会和官方机构提供了众多医

学证据和相关建议，但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依

然选择保持现行的容忍度。这样的情景表明了

执法机构所承受的压力，即使是机制健全的独

立机构也会受到利益集团和有战略地位的国会

议员的影响，从而将农业利益置于公众健康安

全之上。

2. 单因素危害辨识标准确立

关于杀虫剂的争论一直围绕着残留物安全

问题展开：如何才能最好地确定食物上杀虫剂

残留物的安全性。这场争论中的两个团体有着

相当大的分歧。一方由种植者、经济昆虫学家、

公共卫生服务机构（Public Health Service）和

数量可观的医学科学家组成。他们认为应借鉴

临床医学的标准，不会导致病理学现象的剂量

就是安全的。而确定安全的最好方法，是研

究暴露在高于正常浓度残留物中的人群是否健

康。

另一个团体，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消费者

团体以及一些医学科学家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观

点。他们认为：安全问题不应该由典型的中毒

症状来决定，而应该参考全面的检测数据，这

种数据需要通过实验室试验来推断，最好是对

实验动物的一生进行试验。安全标准不应根据

公众可以明显容忍的剂量来确定，应该以保护

公众免受任何危害作为参考标准。争论双方的

目的也存在不同。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希望查明

高浓度杀虫剂的直接性接触是否会导致疾病，

类似于医学检测。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希望取得

杀虫剂的全面数据，从不同角度检测杀虫剂的

使用安全性。相应地，双方也展开了一系列的

实验研究。

1935 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启动了一项试

验。通过观察喂食少量铅和砷的实验动物的一

生，研究残留物的有害影响，以此来推断人类

是否会受到残留物的长期影响。然而，1937 年，

坎农在继任农业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后，制定

当年的财政拨款法时规定：“本法拨款中的任何

部分不得用于试验，以确定在水果和蔬菜上喷

洒杀虫剂可能对人类造成的有害影响。”[6] 该

法案阻止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研究计划。与

其不同，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则获得了资金拨款，

用于“调查”喷洒杀虫剂对人类可能产生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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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并得出结论：由于铅和砷中毒的案例很少，

从临床医学角度来看，降低容忍度并不重要。

监管者顺应时局，采纳了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的

结论。1940 年 8 月，联邦安全局将新鲜水果的

砷 容 忍 水 平 提 升 为 0.025 克 / 磅。（[2]，p.53）

没有人争辩说公众健康会因更高的容许度而得

到改善，但是数据显示公众可以忍受，而且种

植者也能从中获利。种植者的利益和议员的政

治目的成了监管政策制定的主要考量因素，“施

用者”反而成为了安全标准的制定者。

砷容忍度的提升，意味着以短期影响为主

的安全评价标准的正式成立。混乱的管理机制

和复杂的政治局势迫使杀虫剂安全评价的核心

价值发生了偏移。

二、DDT使用暴露出安全评价模式的
主要问题

上述安全评价体系中所包含的化学杀虫剂

的必要性、用途、缺点和可能的危险以及默认

的假设，解释了发现 DDT 时的热情和不加批判

的接受，也解释了 DDT 的广泛使用和为之积极

辩护的社会现象。

1. DDT的引入及推广使用

1941 年，当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进入两

线作战时，美军面临着严重的卫生健康问题。

在欧洲或非洲作战的部队需要防范斑疹伤寒的

威胁。在整个欧洲历史上，斑疹伤寒被证明是

一种高强度的杀伤性“武器”。南太平洋地区

作战的士兵则需要抵御疟疾和其他虫媒疾病。

然而，最理想的植物杀虫剂由于原料供应短缺

和运输困难等原因无法量产。美国政府迫切需

要一种新型杀虫剂用以保卫士兵的健康安全。

1942 年，瑞士嘉基（J. R. Geigy）公司的

代表为美国农业部带来了一些 DDT 样品。美

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召集众多研究人员，检测该

物质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军队是否能够承受在

昆虫控制活动中不可避免的直接接触。实验结

果显示，DDT 的杀虫特性“非常棒”，而且对

人类的急性毒性非常弱。于是在 1944 年中期，

DDT 被列为美国武装部队的标准用品。1944 年

底，美国制造商每月生产超过 200 万磅用于军

事用途的 DDT；战争结束时，每月的生产量约

为 300 万镑。[7] 当 DDT 尚未进入民用市场时，

其相关的配套设施和使用技术已经非常完善，

同时也有着巨大的需求市场。

1943 年，DDT 被用于控制那不勒斯流行的

斑疹伤寒疾病，正是在这里，DDT 获得了“奇

迹”杀虫剂的美誉。当 1944 年疫情结束时，大

量的新闻媒体开始赞美这种新型化学杀虫剂的

神奇之处，并猜测 DDT 将会彻底改变公共卫生

的现状。陆军卫生局局长诺曼·柯克（Norman J. 
Kirk）少将认为，DDT 可能意味着昆虫传播疾

病的终结。[8]

2. 忽视生态影响的评价体系

1948 年，医学研究委员会发表了对 DDT
的最终研究报告，警告称“关于长期摄入少量

DDT 的影响信息仍然不完整”；委员会强调，长

期低剂量的接触后果尚不清楚，这是对化学杀

虫剂认知的普遍情况。[9] 虽然，杀虫剂存在众

多不确定性，但使用数量依旧在持续上升。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农业部计划使用 DDT 控制

美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荷兰榆树病（Dutch elm 
disease）的致病昆虫。计划实施过程中，密集

喷洒导致野生动物大量死亡引起了野生动物学

家的不安。然而，关于 DDT 对环境影响的研究

与对人类影响的研究存在着不同，野生动物学

家没有可供参考的研究指南。但是，这样的情

况反而消除了研究存在的学科界限问题，更多

学科的科学家参与其中，尝试从不同角度分析

杀虫剂的使用影响，加快了填补杀虫剂认知空

白的进程。

1956 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东兰辛校

园内喷洒 DDT 后出现了大量的鸣禽死亡现象。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鸟类学教授乔治·华莱士

（George J. Wallace）对东兰辛校园内的喷雾剂

影响展开调查，同时研究出了测量器官中残留

物浓度的分析技术。通过开展广泛的采样计划，

数据统计分析显示：鸣禽大脑中的 DDT 含量与

死亡概率存在高度正相关。[10] 威斯康星大学的

鸟类学教授约瑟夫·希基（Joseph Hickey）对

该事件不以为然。他认为：大多数杀虫剂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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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都会导致一些非目标生物的死亡，而且，也

没有理由怀疑是由于 DDT 的使用才导致这种情

况加剧。1959 年，在美国内政部的支持下，希

基开始研究喷雾剂对城市鸣禽种群的影响。最

终的研究数据显示，杀虫剂喷雾的使用量和强

度与鸣禽的存活数量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反比关

系。

同一时期，喷洒杀虫剂的区域都发生了不

同程度的鸣禽死亡现象。1948年至1957年之间，

加利福尼亚州克利尔湖附近的成年鸊鷉大量死

亡，繁殖群几乎灭绝。调查组成员在解剖死亡

鸟类的胸部脂肪时，发现 DDD（DDT 的分解物）

的含量非常高。但是，克利尔湖每次喷洒使用

的都是微小剂量的 DDT，而且鸊鷉也没有与之

直接接触。生物学家对湖泊生物群进行采样分

析，发现湖中的 DDT 残留物能够通过生物浓缩

的方式在食物链中堆积，导致食物链顶端的生

物体内存在大量的 DDT 和 DDD。这样的情况

比荷兰榆树病控制方案的影响更令人不安。后

者是不规范喷洒导致的鸟类直接死亡，而在克

利尔湖的案例中，DDT 的使用浓度极低，但是

残留物没有降解或消失，它们在脂质组织中的

溶解性使得食物链上游生物体内囤积了高浓度

的 DDT，从而致死。明确了 DDT 具有较长的

持久特性，存在长期影响，并且以不同寻常的

方式对非目标生物和环境造成了潜在危害。

3. 多因素缺失的危害辨识标准

DDT 的使用导致非目标生物体大规模死亡

并不是小区域事件。游隼在世界范围内的种群

崩溃，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担忧。DDT 已经对全

球生态系统造成了影响。1963 年，英国自然学

家德雷克·拉特克利夫（Derek Ratcliffe）发表

了一份关于英国游隼的调查报告，报告称，过

往的调查显示游隼的数量通常是稳定的，但近

期游隼种群的繁殖率却在下降。拉特克利夫发

现，这些鸟类数量的下降与英国使用 DDT 在时

间和地理上都存在着可疑的关联性，他认为是

杀虫剂中毒导致（游隼）的不育和繁殖失败。[11]

在拉特克利夫的影响下，希基在美国东部进行

了调查，并组织了一场种群生物学的国际会议。

会议于 1965 年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举行，60 多

名专家参与。会议上，专家们通过比较数据很

快确定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不同的生态和地理

区域，世界范围内的游隼种群系统出现了崩溃。

并且，他们发现 DDT 的使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

与游隼种群减少密切相关。

科学家们再次印证了 DDT 会对非目标生

物体造成长期影响的猜测。新的使用经验和研

究数据揭露了早期安全评价标准存在的主要问

题 —— 多因素危害辨识的缺乏。仅以短期影响

的单一因素辨识杀虫剂危害，不足以支撑安全

评价模式的广泛适用性。

尽管对于杀虫剂所带来的风险程度仍然

存在分歧，但人们已经越来越关注杀虫剂的使

用，特别是它们对人类健康和环境质量的影响。
[12]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国会重新评估了杀虫

剂安全评价模式的有效性。重新评估的动力源

于公众对农业和工业生产方式的有效性质疑，

以及对旨在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权威法规的

信任度降低。由于杀虫剂本身存在较强的不确

定性，因此在评估杀虫剂是否可以在可接受的

风险范围内被有益地使用时，必须将科学数据、

政策指南和专业判断结合起来。片面的安全评

价模式必然会导致杀虫剂的不当使用，从而引

发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

三、安全评价模式的变革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早期评价模式的不

足展露无遗：单因素的危害辨识和不合理的管

理机制，导致无法正确评估和管理杀虫剂产品。

DDT 的使用更是将这些不足之处放大。环境恶

化和健康威胁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政府迫切

需要出台相关政策来改变杀虫剂的使用现状，

推动了杀虫剂安全评价模式的变革。

1. 重塑核心价值观

1962 年，《 寂 静 的 春 天 》（Slient Spring）

的出版唤醒了公众的环保意识，促进了环保运

动兴起，也使得关于杀虫剂有害影响的科学家

内部争论转变为了社会公众事件。愈演愈烈的

杀虫剂论战引起了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的重视。1963 年，肯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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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对杀虫剂

的使用、危害等问题进行调查并撰写报告。由

杰罗姆·魏斯纳（Jerome Weisner）领导的总统

科学顾问委员会准备了一份规范杀虫剂使用的

报告。该报告指出了杀虫剂对人类、动物和环

境造成的危害，提议对研究杀虫剂影响的项目

进行资助，以评估当前危害程度，通过更深入

地了解杀虫剂在环境中的存在方式来防范新的

危害。建议对普通人群和职业接触者体内的农

药残留水平进行全面的数据收集，扩大国家农

药监测机构，建立一个监测全国野生动物、鱼

类、水、土壤和人的杀虫剂残留水平的监测站

网络。他还建议重组政府对杀虫剂的监管机制，

明确权力划分，增进各机构之间的合作。该报

告支持继续使用杀虫剂，认为“应通过有序减

少持久性杀虫剂的使用……来控制环境中残留

物的增加”。（[2]，p.115）

总统顾问委员会的报告有着多重意义，不

仅从政府角度首次承认了杀虫剂的危害性，提

高了政府公信力，也提出了管理机制的修改建

议、倡导科学使用杀虫剂的想法和凝聚价值共

识的举措。试图从全方位做出改变，构建一个

以“公众健康和环境保护”为核心的安全评价

体系。

2. 明确环保局的监管责任主体

环保运动的兴起，鼓舞了环保势力，增

强 了 环 保 组 织 的 信 心。 美 国 环 境 保 护 基 金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EDF） 是 环 保

组织的典范。他们放弃了游说和公众教育的间

接方式，通过诉讼来质疑现有规章制度的充分

性和决策信息的有效性。他们的目的是希望通

过一种直接的方式，使科学对环境问题产生影

响，推动杀虫剂决策修正的进程。但是，在

1967 年的密歇根狄氏剂案件中，法庭根据美国

宪法第十一修正案对他们组织的合法性提出了

质疑，将环境保护基金的代表赶出了密歇根法

院。1968 年，环境保护基金将诉讼阵地转移到

了威斯康星州，威斯康星州的法律提供了一种

更为合适的宣告式裁决程序。听证会上，环境

保护基金通过引用大量的科学实验数据和邀请

科学家到听证会作证的举措，将政治注意力集

中在环境问题上，使各级政府重视环境问题。

环境保护基金的一系列举动不仅显露出了环保

势力缺乏合法性身份的局面，也对现有美国杀

虫剂政策的可靠性提出了挑战，加快了政府对

杀虫剂政策调整的进程。

受公众舆论和环保运动的影响，时任美

国 总 统 的 理 查 德· 尼 克 松（Richard Milhous 
Nixon）提议设立美国环保局，主要负责危害

人体健康和环境的污染物问题。虽然环保局是

各部门旧办公室组成的混合体，但随着 1970 年

12 月正式成立并开始运行，杀虫剂登记、注册

和监管的责任正式转移到了美国环保局。这意

味着权力的真正转移，明确了杀虫剂监管的责

任主体。这不仅代表着政府机构中首次出现了

以“公众健康和环境保护”为首要职责的部门，

也意味着看待杀虫剂的视角发生了转变 —— 从

农业问题转变为了环境问题。环保局成立的目

的就是为了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它根据

国会颁布的法律，制定和执行法规，负责研究

和制定各类环境计划的国家标准，致力于营造

一个更清洁、更健康的生态环境。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出台了大量的环境

保护法，如 1970 年《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1972 年《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法》

（Federal Insecticide, Fungicide, and Rodenticide 
Act）， 1974 年《安全饮用水法》（Safe Drinking 
Water Act）、1976 年《有毒物质控制法》（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和 1977 年《清洁水法》

（Clean Water Act）。这些法规贯彻了“公众健

康和环境保护”的核心理念，将阻止杀虫剂的

有害影响作为首要目的，不仅构建了责任明确

的管理机制，还设立了清晰的审核制度。其中，

《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法》明确规定，

杀虫剂产品的“管理者”指的是美国环保局的

管理者。[13] 环保局负责监管法规的执行工作，

对危害公共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进行评估，将评

估结果作为监管决策的基础。

3. 完善安全评价标准

杀虫剂安全评价标准也随着管理机制的变

革发生了改变。相关法规规定，杀虫剂产品在

注册、登记时，生产厂商需要公布安全评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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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环保局需要根据公布的数据再次评估杀虫

剂的安全性。公布的数据包括物理化学特性、

药效、健康毒理研究、环境毒理研究、残留物

研究等。这些数据分别用于评估对人类和环境

的影响。

评估对人类的影响需要涉及：（1）急性毒

性试验，评估短期接触单剂量杀虫剂的影响，

包括口服和皮肤吸入接触以及神经毒性；（2）

亚慢性毒性试验，评估在较长时间内反复接触

的影响。（3）慢性毒性试验，基于对试验动物

的长期观测，评估与杀虫剂产品长期和重复接

触后的影响；（4）发育和生殖试验，评估暴露

在杀虫剂中的怀孕女性对胎儿的潜在影响，是

否会导致出生缺陷；（5）诱变性试验，评估杀

虫剂影响细胞遗传成分的潜力；（6）激素干扰

试验，测量杀虫剂干扰内分泌系统的可能性，

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的发育、生长、繁殖和行

为。[14]

由于杀虫剂对环境的许多不利影响取决

于杀虫剂的物理化学特性、土壤吸附和持久

性，以及土壤因素、植物种类和气候变化之间

的相互作用。[15] 另外，毒性、施用剂量、天气

条件，以及杀虫剂在环境中持续的时间都会产

生影响。因此，在进行环境风险评估时，规定

通 过 估 计 环 境 浓 度（Estimated Environmental 
Concentration，EEC）来评估杀虫剂的流动的

和分解。这些浓度是针对土壤、水、沉淀物来

计算，通过提供的数据进行比较，以评估杀虫

剂对非目标生物的毒性。同时也将毒性暴露比

率（Toxicity Exposure Ratio，TER）计算出来，

以确定生物体是否能够承受该风险。[16]

环保局还需根据上述的安全性评估结果，

对杀虫剂进行等级划分。首先，等级划分中会

限制毒性较大的杀虫剂登记，并且不同等级的

杀虫剂会有规定的适用范围，对不当使用杀虫

剂的行为作出标注。并且延续了标签政策，以

鼓励使用者阅读标签了解杀虫剂的使用危害，

而不是为了降低群众的不满贴上标签以作警示。

4. 变革带来的启示

美国化学杀虫剂安全评价模式的变革加快

了美国禁用 DDT 的进程。美国于 1979 年彻底

禁止了 DDT。与此同时，许多其他国家对于

如何对待 DDT 的使用问题持有着不同的态度。

例如中国虽然在 2009 年完全禁用了 DDT，但

仍然保留着在紧急情况下用于病媒防治的可

能。[17]《斯德哥尔摩公约》试图在全世界禁用

DDT，但是由于替代品效用的不够理想，南非

等发展落后国家仍然需要使用 DDT 来防治疟

疾。[18]2006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

他们正式解除对 DDT 的禁令，允许部分地区重

新使用这种杀虫剂；世界卫生组织在禁用 DDT
的 30 年后又重新推荐广泛使用 DDT 来防治疟

疾。[19]

从上述情况可知，世界各国对于 DDT 的态

度存在着差异，但是我们能够发现，杀虫剂对

于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是政策制定的首要考

虑因素。而有效的安全评价模式既能够保障人

类健康和环境安全，又可以为公共决策提供可

靠信息，从而助力政府做出匹配国情的“良好

决策”。

杀虫剂的出现和使用有益于农业和社会经

济发展。然而，这些好处不应掩盖与杀虫剂使

用相关的公共健康和环境问题。有效的杀虫剂

安全评价模式应该在最大限度地减少杀虫剂的

健康、环境和社会成本的同时提高社会效益。

显然，在制定和评估未来虫害防治计划时，我

们必须全面考虑杀虫剂使用的成本问题。同时，

也应该对这些因素进行伦理和道德审查，以便

提出健全和可持续的虫害治理方式。

结    语

目前，美国完善的杀虫剂安全评价和管理

体系是各国管理杀虫剂产品的典范。但其完善

的体系并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它随着时代的

发展变化，经历了漫长且曲折的改善过程。

究其原因，核心价值的偏移才是早期评价

模式失去作用的关键所在。变革后的管理机制

回归了“公民健康和环境保护”的核心价值。

美国环保局成立之前，联邦政府没有组织机构

能够和谐地对抗危害人类健康及环境破坏的污

染物问题。环保局的成立，消除了杀虫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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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受农业和工业利益集团以及国会议员钳制

的局面，也摆脱了责任和权力不明确的尴尬地

位。杀虫剂的安全评价标准更是以“公民健康

和环境保护”作为核心理念。强制杀虫剂制造

商公布相关数据，扩大安全试验范围，规范杀

虫剂产品的注册、登记程序，并且坚持多学科、

多角度的研究策略，拓展看待杀虫剂影响的视

角。

杀虫剂安全评价模式的转变是美国杀虫剂

管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的变革不仅促

进了传统工业经济发展模式向生态经济发展模

式的转变，也开启了美国杀虫剂法的新时代，

为日后杀虫剂法的修订奠定了基础。同时，也

为其他国家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借鉴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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